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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思想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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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在盛邦和教授《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大亚洲主义》一文的启发下，将孙中山

大亚洲主义与日本大亚洲主义进行比较，认为，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与日本大亚洲主义早期的“亚洲联盟”

论和“中日连携”思想，以及由此演绎出的文化亚洲观基本近似，但对日本大亚洲主义最后异化为侵略主

义理论则是排斥的。孙中山既是一个爱国者，又是一个世界和平主义者。 

【正 文】  

    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思想是一个老题目，检索过去的研究，对其归根到底的评价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

肯定与否定。肯定者认为，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根本不同于日本帝国主义在当时所竭力鼓吹的亚洲门罗

主义”，（注：张磊：《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不能把二者看作是

“猫鼠同笼。”（注：林家有：《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特征》，《孙中山研究论丛》第10、11合集。）

而否定者则认为，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确有浓厚的媚日色彩，实为“与虎谋皮”，客观上“被人利用

了。”（注：李吉奎：《试论孙中山的兴亚思想与日本的关系》，《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集》，第176-177页。）学术研究允许百家争鸣，问题到这里似乎已无话可说。但于我总还有一丝疑惑：

与孙氏大亚洲主义思想对应的日本大亚洲主义有哪些基本内容？搞清楚日本大亚洲主义的基本内容对于正

确理解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是不可少的一环。赵军教授曾专门就二者的比较两次撰文，（注：参见赵军：

《孙中山和大亚洲主义》，《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上）；《“吾人之大亚洲主义”辩——再论孙中山和

大亚洲主义》，《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下）。）但仍不足以让我完全释疑。最近读到盛邦和教授发表

于《历史研究》上的《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大亚洲主义》一文，顿有开朗的感觉。 

    日本“大亚细亚主义”兴起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注：一说起源于1842年鸦片战争《南京条约》

签订后，彼时日本朝野上下一致主张“联华”（参见杨鸿烈：《大亚洲主义八讲》第五讲，《大亚洲主义

与东亚联盟》第1卷，1942年），但由于其基本观点是为汪伪政权的投降政策辩护，不足为今人所借

用。）在盛邦和教授看来，与近现代世界上出现的其他许多思潮相似，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有其内在的逻辑

发展过程：早期表现为抵御列强的“亚洲同盟论”和“中日连携”思想，继则演绎出文化亚洲的观点；最

后则异变为与“大陆政策”相连的侵略主义理论。（注：盛邦和：《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大亚洲主

义》，《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125页。）在其研究的基础上，我认为，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与日本

大亚洲主义的前两个阶段基本近似，但与“大陆政策”侵略主义理论则不相容。 

      一、对“亚洲联盟”论和“中日提携”观的回应 

    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思想的出现是与其“攘夷”论分不开的。作为后进的工业国家，日本在其拉开近代

帷幕之时，即与西方列强发生激烈冲突。严酷的历史现实，迫使日本将反侵略作为时代主题，并试图与亚

洲周边国家联合以实现这一主题。1863年，日本著名思想家胜海舟即倡导“亚洲联盟论”，主张日本出动

船舰，前往亚细亚各国，“广为游说”，说明亚洲联合、建立亚洲同盟的紧迫意义，特别是宜由日本、中

国与朝鲜结成三国同盟，“合纵连衡以共抗西洋”。（注：［日］松浦玲：《明治的海舟与亚细亚》，岩

波书店，1987年，第102、103页，转自盛文。） 

    19世纪70年代以后，自由民权主义运动的开展又助长了日本早期亚洲主义的发展。日本一些报纸对大

亚洲主义作了较有声势的宣传，并重点论述日本与亚洲唇亡齿寒的关系：亚洲气运衰微，一旦成为西方属

国，日本也将同样遭殃，因此日本宜与亚洲结为联盟，相互支持，才是最善国策。（注：如，明治七年

（1874年）四月十三日，《朝野新闻》上的《东洋的气运》一文说：“观今日亚洲，无疑已陷极端悲惨之



景；视将来亚洲气运，不吉之兆已迫在眼前”，亚洲的危机即为日本的危机。英俄诸国早已将日本与东洋

诸国家等同视之，一有机会，则对日本有所企图，日本惟一的选择是与亚洲团结起来，共抗西方侵略。）

日本一些“忧国志士”甚至主张效法欧洲，实行“东洋连衡”，“超越驾驭欧洲”而上之。（注：［日］

草间时福：《东洋连衡论》，《邮电报知新闻》明治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转自盛文。） 

    日本早期大亚洲主义的亚洲同盟论并非空泛之论。中国是亚洲的大国，日本当政者与思想界知道得很

清楚，在谋求抗御西方之际，与中国关系的处置，直接关系日本的根本利益与国运走势。由此，日本早期

亚洲“同盟论”思想主旨离不开对中国的态度。从本质上讲，亚洲同盟论即指日本与中国、朝鲜的战略联

盟，而最关键的是“中日提携论”。一批持大亚洲主义观点的日本人士有“支那不可轻论”，认为“轻视

中国之倾向应匡正，轻视中国之弊病当扫除”，（注：《支那不可轻》，《东京日日新闻》明治八年（18

75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转自盛文。）“不做远谋之计，单纯轻视中华帝国，将成日本失败之因。”

（注：《不可轻视清国论》，《邮电报知新闻》，明治十一年（1878年）一月十二日，转自盛文。） 

    尽管当时日本朝野的普遍心理是想要摸清中国经济与军事的真实底牌，强则避之，弱则击之，强弱不

明则暂时“连携”，表现出强烈的实用主义外交色彩，但在形式上还是基本呼吁由“轻视中国”转向“日

清协和”的。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动机与日本是不同的，但对于“亚洲同盟”、“中日提携”的形式还是

赞同的，并且也同样带有实用主义的色彩，这一点在孙中山大量的谈话和演讲中都有所体现，现单以1924

年11月为例。 

    11月24日孙中山在神户对日本新闻记者说：“我们中国国民，想同日本国民联络一气，用两国国民的

力量，共同维持东亚大局。”（注：《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72页。） 

    11月24-26日间，在与《中外商业新报》特派记者高木的谈话中他还谈到“中日友好”的必要性问

题，他说：“两国全体国民应当为了东洋民族，广而言之应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携起手来争取国际的平

等，离开这个目的而谈论两国的友好乃是错误的。”“日本国民如不改变日本为列强之一的观念，将无法

产生对于真正的中日友好的思想。”（注：《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92-393页。） 

    11月28日，在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欢迎会上的演说中，这种思想表现得更明显。他说：“近来在

亚洲西部的各民族，彼此都有很亲密的交际，很诚恳的感情，他们都可以联络起来。在亚洲东部最大的民

族，是中国与日本。中国同日本，就是这种运动的原动力。这种原动力发生了结果之后，我们中国此刻不

知道，你们日本人此刻也是不知道，所以中国同日本现在还没有大联络，将来潮流所趋，我们在亚洲东方

的各民族，也是一定要联络的。东西两方民族之所以发生这种潮流，和要实现这种事实的原故，就是要恢

复我们亚洲从前的地位。”（注：《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4页。）一句话，“照中国同日本的关系

来说，无论讲到那一方面，两国国民都是应该要携手，协力进行，共谋两国前途的发展。”（注：《孙中

山全集》第11卷，第410页。） 

    孙中山主张中日提携的目的之一是希望日本能够帮助中国废除与列强之间的不平等条约，恢复独立。

有学者指出：“深入体察孙中山的用意，不难看出在中日同盟的亚细亚主义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中国中心

的意向”，（注：桑兵：《试论孙中山的国际观与亚洲观》，《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1994年，第47页。）这是很对的。孙中山说：“若是日本真有诚意来和中国亲善，便先要帮助中国废除不

平等的条约，争回主人的地位，让中国人是自由身份，中国才可以同日本来亲善。照我们的口头禅，中国

同日本是同种同文的国家，是兄弟之邦。就几千年的历史和地位讲起来，中国是兄，日本是弟。现在讲到

要兄弟聚会，在一家和睦，便要你们日本做弟的人，知道你们的兄已经做了十几国的奴隶，向来很痛苦，

现在还是很痛苦，这种痛苦的原动力，便是不平等的条约，还要你们做弟的人替兄担忧，助兄奋斗，改良

不平等的条约，脱离奴隶的地位，然后中国同日本才可以再来做兄弟。”（注：《孙中山全集》第11卷，

第413-414页。） 

    但是孙中山的眼光并没有权局限于日本，而是放眼世界上所有平等待我之民族，这一点又是他与日本

早期大亚洲主义的“亚洲同盟论”和“中日提携论”所不同的地方。因此，他特别赞赏苏俄的作法。他

说：“俄国人最新革命之后，都是很主张公道的，不但是对于国内，帮助自己；并且对于世界，帮助各弱

小民族。”（注：《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69页。）“俄国现在要和欧洲的白人分家，他为什么要这

样做呢？就是因为他主张王道，不主张霸道；他要讲仁义道德，不愿讲功利强权；他极力主持公道，不赞

成用少数压迫多数。”（注：《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9页。） 

      二、对文化亚洲主义的持同 



    从19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进入鹿鸣馆时代，欧化主义思潮泛滥。值此时代变局，一部分日本有识之

士希望振兴亚洲文化，恢复“民族自觉”与“日本文化的独自性”。与早期“战略亚洲主义”相比，此时

的亚洲主义表现出明显的“文化”性质。在西学冲击的形势下，这种文化亚洲主义注目日本文化与亚洲文

化尤其是与中国文化的内在深远联系，主张复兴亚洲文化并进行更新式的回归。 

    与孙中山晚年的文化观相吻合的是，日本文化亚洲主义所强调的东亚文化，除神道、佛学之外，主要

指中国儒学文化。在他们的内心世界存着一份“汉学”关怀与“儒学情结”。儒学重倡与“儒学回归”是

文化亚洲主义的基本核心。早在1879年，以“天皇旨意”名义写的日本《教学大旨》就提出了源于儒学的

“基于祖宗训典，专明仁义忠孝”的教育原则。（注：转自王桂编著《日本教育史》，吉林教育出版社，

第145-147页。）1890年日本颁发的《教育敕语》更是正式规定以儒学为教育之本，并云：“教育之渊源

亦实存于此”，要求国民“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注：转自王桂编著《日本教育

史》，吉林教育出版社，第170页。） 

    与孙中山不谋而合的是日本文化亚洲主义者对儒家文化基本精神的理解，即儒家文化的“非侵略

性”。他们认为，儒家文化所要基本表达的是“仁义礼智信”，其中“仁”是最核心的内容，其注重人与

人之间的和睦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主张建立理想的和谐社会。作为亚洲（东亚）的文化核心，儒家文化是

农业文明的缩影，将热爱土地劳动的道德精神神圣化，主张世界谦让与调和，教人以淳朴的家长制道德。

以后佛教的传入，又使这种自制的观念得以强化。儒家文化的始祖孔子被诠释为一个和平主义者，并且日

本也被要求遵从这种和平主义。 

    有学者认为孙中山一生的文化观经历了一个与儒家文化从离异到回归的过程，（注：参见章开沅：

《从离异到回归》，《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下），中华书局，1989年。）现在想起来，的确是有一定的

道理。1924年，孙中山在作《民族主义》演讲时，即主张恢复和光大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知识和能力。

他说：“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

（注：《孙中山选集》第691页。）这可以说是孙中山恢复民族主义和实行大亚洲主义的要义所在。 

    我们首先要看到，孙中山并不是一个国粹主义者和文化保守主义分子，他之所以强调恢复和光大中国

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主要是针对当时中国“新旧潮流冲突的时候，一般国民都无所适从”的状

况有意而为之的。他一方面说：“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

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注：《孙中山选

集》第680页。）另一方面又说：“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者，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

驾齐驱。”（注：《孙中山选集》第688页。）相比于以胡适为代表的全盘西化和以严复、梁漱溟为代表

的复归东方文化，孙中山的因袭、规抚和创获的文化观，的确有新的见地。他主张恢复光大以儒家思想为

核心内容的东方传统文化及其态度，与日本鹿鸣馆时代的文化亚洲观有一定的相似性。 

    其次，我们还应该看到，孙中山诠释大亚洲主义所坚持的“王道观”，与日本文化亚洲主义对东方儒

家文化基本精神的理解又是不谋而合的。孙中山晚年对儒家文化中的“王道”二字很感兴趣。在《民族主

义》演讲中，他说：“王道是顺其自然”，“用王道造成的团体，便是民族，武力就是霸道，用霸道造成

的团体，便是国家。”（注：《孙中山选集》第618页。）“中国征服别国，不是像现在的欧洲人专用野

蛮手段，而多用和平手段去感化人，所谓‘王道’，常用王道去收服弱小民族。”（注：《孙中山选集》

第650页。）但是比较系统地阐述“王道观”，还是在其当着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面畅谈“大亚洲主

义”的时候。他说： 

    从根本上解剖起来，欧洲近百年来是什么文化呢？是科学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这种文化应用

到人类社会，只见物质文化，只有飞机炸弹，只有洋枪大炮，专是一种武力的文化。欧洲人近有专用这种

武力的文化来压迫我们亚洲，所以我们亚洲便不能进步。这种专用武力压迫人的文化，用我们中国的古话

说就是“行霸道”，所以欧洲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但是我们东洋文化向来轻视霸道文化。还有一种文

化，好过霸道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本质，是要仁义道德。用这种仁义道德的文化，是感化人，不是压迫

人，是要人怀德，不是要人畏威。这种要人怀德的文化，我们中国的古话就说是“行王道”。所以亚洲的

文化，就是王道的文化。（注：《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5页。） 

    孙中山认为，大亚洲主义实质上是文化问题，即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较和冲突问题。这个观点在

今天看起来也依然是比较精辟的。他认为，“要讲大亚洲主义，恢复亚洲民族的地位，只用仁义道德做基

础，联合各部的民族，亚洲全部民族便很有势力。”（注：《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8页。）不过光



有王道文化的仁义道德还不够，还必须学习欧洲的科学，振兴工业，改良武器，目的是“学来自卫的”。

（注：《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7页。）孙中山用“王道”、“霸道”来涵摄东西方文化并不准确，

他谈文化也不是就文化而论文化，而是借谈文化之名倡民族独立之实，但却足以反映出他是一个真正的世

界和平主义者。 

      三、对日本早期大陆政策的警告 

    大陆政策是日本企图灭亡中国，吞并亚洲大陆，进而征服世界的侵略主义理论。在明治维新初年，几

乎是在抗击西方侵略的同时，在日本已经开始滋生侵略亚洲的大陆政策思想。西乡隆盛、坂垣退助等人鼓

吹的“征韩论”，就企图侵略朝鲜、中国等东亚地区，将失落于西方的利益，从周边邻国中补回来。后来

由于西乡等人下野（1873年），才使“征韩论”等侵略理论暂时有所收敛。但是即使是在早期大亚洲主义

的“东亚联盟”论和“中日提携”论时期，日本一些主张国权优越地位的思想家，就已大力提倡日本对亚

洲各国的领导使命。文化亚洲主义理论更是堕入狭隘的文化亚洲主义泥沼而不能自拔，主张日本文化“优

越论”，连同战略亚洲主义中的“日本责任论”和“亚洲解放论”，加上福泽谕吉的“脱亚论”，（注：

根据李吉奎教授的研究，“脱亚论”虽然在日本有一定的市场，但由于过于露骨，在亚洲其他国家中只能

引起反感。为使手段更巧妙一些，并利用东方国家抵制沙俄的东侵，于是日本又出现了“兴亚论”。在此

种理论的鼓动下，大批日本浪人进入中国、朝鲜进行活动。在活动中，持兴亚思想的活动家又分为左右两

翼。右翼坚持大陆扩张政策，自以为有资格格领导亚洲；左翼则主张以中日合作为核心，联合亚洲各国共

同抵抗西方列强的东侵（参见李吉奎：《试论孙中山的兴亚思想与日本的关系》，《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

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60页）。）最后异化为“大陆政策”的文化理论源

头。 

    1894年的甲午战争是日本大陆政策的一次大规模实践，其结果更坚定了日本“东亚盟主”的野心。伊

藤博文曾露骨地说过：“这次战争使日本收得海外领土，为守备些领土应继续扩军，且要乘此连续胜利之

良机，争为东亚盟主”，“开拓日本利益线，最终霸取东洋为计”。（注：［日］《日本历史·近代

4》，岩波书店，1962年，第124页，转自盛文。）此后，日本右翼分子便开始了一系列侵略中国及东亚地

区的阴谋活动。 

    应该说从一开始孙中山就对日本的这种大陆政策有所警觉。1894年11月兴中会成立，在兴中会章程中

孙中山就明确指出，日本发动的侵华战略给中国造成了民族危机，并深刻揭露了列强将瓜分中国的事实。

（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20页。）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孙中山非常警惕日本对中国进行新

的侵略。他曾在给宫崎寅藏的信中说：“但恐贵国政策已变，既吞高丽，方欲并支那”。（注：《孙中山

全集》第1卷，第508页。）1917年8月在致日本首相寺内正毅的信中，孙中山说：“深望日本朝野上下，

对于中国国民爱国爱洲之精神，与讨逆护法之行动，与以道德的同情，使中华民国定坚固之基础，则两国

家及国民的永久之提携，必因此道义精神更致巩固，而两国国民所共同希望之亚洲共和与文明发展亦得实

现。否则恐乱国规，沮丧元气，遗误我东亚发展之时机。”（注：《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34页。）尽

管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孙中山对日本的态度由期望到批评，时有反复，但总体上对日本早期大陆政策侵略

性的认识是越来越清楚的，批评也越来越激烈。（注：关于孙中山对日本态度的演进，可分别参看俞辛淳

的《孙中山对日态度再认识》、段云章的《孙中山与山东问题——兼探孙中山对日观》两文，《孙中山与

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4年。）特别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对苏俄

革命认识的加深和情感的靠近，孙中山对日本大陆政策更是不时提出警告。 

    1923年11月16日，孙中山在致已进入山本权兵卫内阁的犬养毅信中就批评了日本追随列强的对外政

策。他指出，日本对华政策，“向以列强之马首是瞻，致失中国及亚洲各民族之望，甚为失策”。在与西

方列强相抗争的过程中，“日本无远大之志、高尚之谋，只知步武欧洲之侵略手段，竟有吞并高丽之举，

致失亚洲全境之人心，殊为可惜！”他说：“日本之维新实为支那革命之前因，支那革命实为日本维新之

后果，二者本属一贵，以成东亚之复兴，其利害相同密切本有如此，日本之对于支那革命何可步武欧洲而

忌我害我耶？”日本政府应当毅然决然以助中国革命之成功，使中国对内统一，对外独立，一举打破列强

之束缚，则中日亲善可期，东亚和平可保。（注：《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01-404页。）言之不可谓不

切。 

    尽管此时孙中山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还一直抱有期望，但也已是相当警觉。在作《民族主义》演讲

时，在谈到日本军事强大时，他说过这样一些话，“最近可以亡中国的是日本”，“日本近在东邻，他们



的海陆军随时可以长驱直入”，“或者因为时机未至，暂不动手。”（注：《孙中山选集》第669页。）1

924年的11月北上经过日本时，尽管孙中山仍通过各种渠道呼吁日本国民应帮助中国收回海关，废除不平

等条约而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但他对日本大陆政策的侵略性还是认识得比较清楚，因而提出了更严

厉的警告，特别是28日在神户作“大亚洲主义”演讲时，表现尤为强烈。在分析比较了东方“王道”文化

和西方“霸道”文化的优劣并认为“霸道要服从王道”后，他认为，作为亚洲东方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

日本学习欧洲武功文化最完全，日本的“海军制造，海军驾驭，不必靠欧洲人”；“陆军制造，陆军运

用，也可以自己作主”。（注：《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7页。）日本对于大亚洲主义的实现应多作

些积极贡献。在演讲结尾，孙中山说： 

    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

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注：《孙中山

全集》第11卷，第409页。） 

    这是对他警告日本早期大陆政策的最好解说。 

    戴季陶曾说，最能够明确表达孙中山中心思想的，是其“大亚洲主义”演讲。他认为孙中山“不是普

通一般的大亚细亚主义者”，而是“以‘世界大同人群进化’为终结目的的爱国者”。（注：戴季陶：

《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民智书局，1924年7月，第27页。）“先生心目中的亚洲并不是亚洲这一块

土，在事实上是亚洲八万万被迫民族可怜的痛苦事实，在思想上是对中国古来仁民爱物的道德文化的憧

憬，而统一这许多事实和思想的中心，就是先生自身以一诚贯知仁勇三德的全人格。”（注：戴季陶：

《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民智书局，1924年7月，第30页。）除了把孙中山装扮成中国传统道德文化

的正统传人的观点值得商榷外，我们在理解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思想时，戴氏的这些话，还是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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